
关于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再讨论
郭志刚

【内容摘要】本文就梁秋生对京津沪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检验提出的反质疑做出说明 ,并补充了

采用新的划分口径和采用其他数据进一步检验的结果。新划分口径的检验和更大数据样本的检验仍

然表明京津沪三城市中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并不像他所推算得那样显著 ,本地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显

著低于 110。本文还指出了梁秋生在计算北京平均生育年龄变化时的错误、以及他在把握生育年龄变

化方面的误解 ,并探讨了在理解当前总体生育水平方面时生育进度效应与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层面

问题 ,以及外来人口分母效应能够得以体现的必要条件问题。本文将梁秋生对京津沪外来人口分母

效应推算中应用的假设与五普 1‰样本数据的相应统计结果进行了具体比较 ,指出他在推导在校学生

性别年龄分布时可能产生的漏洞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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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今年第 2期发表了梁秋生教授“再论大城市超低总和生育率中外来流入人口的分母效应问

题”(2005) ,对我在本刊今年第 1期上发表的根据京津沪的五普抽样原始数据对总和生育率中外来人

口效应的检验结果 (2005)提出了一系列的反质疑。我想仅就以下几个方面做个回应 ,谈谈自己的看

法 ,并补充一些新的研究分析结果。

1　对学术争鸣的态度

怀疑是学术发展的动力之一 ,科学的本质要求所有的观点和认识应该接受不断的检验。所以 ,怀

疑是科学发展中的正常现象。学术前沿涉及的都是我们知之不多的方面 ,在探索中出现错误也是正

常现象。所以 ,怀疑是深入探索的开始 ,我们应该报以欢迎态度。但是 ,大家在学术探讨中都是平等

的 ,每个人都不要给别人划什么禁区 ,学术讨论中主要应陈述根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不要轻言“不容

置疑”或“不可否认”等。

怀疑也应包括自己对自己以前研究结论的怀疑。事实上 ,我对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检验 ,同时也

是对自己以前用北京市五普数据简单按户口状况划分来比较本市和外来人口生育水平研究结果的一

种检验。受梁秋生教授 (2004)观点的启发 ,北京大专院校在校学生数量很大 ,而他们又属于北京户

口 ,因此我也很想知道在控制在校学生以后 ,以前的结论会不会有变化。

至于研究中采用的具体数据和具体方法上存在的问题 ,都可以质疑和讨论。大家可以根据不同

数据和方法就外来人口分母效应进行新的检验 ,不断修正和提高自己对于问题的认识水平。

我欢迎梁教授或其他学者就此研究提出更好的方法 ,我很乐意继续对此问题进行研究。

2　对检验的进一步说明和补充

211　不同划分口径的检验

研究方法要服从研究目的。我对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检验中所采取的人口划分口径正是循着梁

教授的两个基本观点的思路建立的 ,试图控制省际外来流入人口和高校在校人口。但是正如我在上

一篇检验报告所指出的 ,这种划分在操作上具有一定复杂性。比如 ,外来流入人口的时间界限如何具

体把握 ;又如发现京津沪“在校学生”中居然有接近 1/ 3的人为本地出生且拥有本地家庭户籍 ,对这些

情况应如何操作处理都是新问题。特别后一种情况是出我意料的 ,我想梁教授在其推算中可能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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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考虑过。问题是 ,梁教授是否认为这些人也应作为外来流入人口 ? 我在检验中没有把这些人从本

地人口中排除出去。要是将这些人的效应也从本地人口中划分出去 ,那么最好不要笼统说是“外来人

口分母效应”,因为她们实在是属于本地的“高等教育发展效应”。

先不提概念定义之争 ,为了搞清这种情况到底有多大影响 ,我在原来口径 1的基础上稍做调整 ,

将那些虽然户籍在本市家庭户但申报为“在校”的育龄妇女权且算做是“外来”的 ,形成了口径 3。由于

这一变化涉及到京津沪育龄妇女中的案例相对很少 (案例数为 395人 ,仅占原来口径 1中本市育龄妇

女的 1218 %) ,其统计结果与口径 1相比变化也很小。按照口径 3统计 ,本市妇女的 TFR从口径 1的

017024提高为 017173 ,而外来妇女的 TFR从口径 1的 017842降低为 017801。因此 ,原有结论都仍维持

不变。

梁教授此次质疑我检验时将五普前五年内新迁来的户籍人口全部当作外来流入人口会影响的检

验结果的可信度。其实 ,这倒不是我的创造 ,原本也是按梁教授自己的定义做的。梁教授在其前一篇

论文中明确地说 ,“这样定义的外来流入人口 ,既包括‘五普’定义的外来人口 ,也包含户籍迁入人口、户

口待定人口和原住本地、现在出国工作学习而暂无常驻户口的人口”。

本着认真求实的态度 ,这里按梁教授再次提出的要求对五普 1‰样本京津沪育龄妇女案例再附加

了两种划分的检验。

前一种我们就称其为口径 4 ,划分时将由外省流入妇女作为一类 (即户口不在本乡镇街道而且也

不在本市) ,其余都作为本地妇女 (其中也包括市内流动者) 。其结果是本地妇女的 TFR为 017390 ,外

来流入妇女的 TFR为 018183。这种划分口径应该是严格对应着梁教授上篇论文表 3的统计口径 ,但

是结果并没有出现像梁教授推算那样三大城市一致出现了本市妇女比外来流入妇女生育水平高的情

况 ,而是显示外来流入妇女略高于本地妇女。

后一种称其为口径 5 ,操作方法即在口径 4划分基础上再将本地妇女中的所有高校在校生 (不论

户口在学校集体户还是在家庭户)以及那些户口待定和出国人员的情况划入外来流入人口。统计结

果为本地妇女的 TFR为 017750 ,另外一类妇女的 TFR为 017695。这种划分口径应该是严格对应着梁

教授上篇论文表 4的统计口径。按梁教授的推算结果 ,本市妇女的 TFR已经都高于 110了。但是 ,这

里按五普样本汇总结果却不过是本地妇女比另外一类的生育水平略高一点 ,但仍然远远低于 110。

其实与梁教授结果更具可比性的是看口径 4和口径 5的本地妇女 TFR上的变化 (反映在校生等

类人口形成的外来人口效应) ,五普 1‰样本统计这一 TFR变差仅为 0104 ,而梁教授推算出这一变化

很大 ,北京、天津、上海分别为 0135、0115和 0128。

以上这几种按新的划分口径重新汇总的结果 ,都没有改变我上篇论文中所做检验的基本结论 :京

津沪三大城市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不像梁教授推算的那样显著 ,京津沪本地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水平

显著低于 110的水平。对于这样的检验结果 ,我并不感到奇怪。

更明确地说 ,我认为梁教授与我之间的观点差异其实主要并不在于外来人口是否有很低生育率

上 ,而是在于京津沪本地人口是否有较高的生育率上。梁教授在未控制在校生时推算的市内妇女

TFR与外来妇女 TFR差距本来就不太大 ,而进一步的调整就是从先推算的本地生育率的分母中排除

在校女生等 (因为她们生育概率极小) ,所以 ,实际上他经过两番调整推算出的京津沪 TFR其实就是本

地妇女 (并排除在校女生等)的生育水平 ,并且按他的推算 ,京津沪本地育龄妇女的 TFR应该在 110以

上。而我则根据自己以前的研究和新对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检验 ,不相信本地原有育龄妇女的生育

水平有那么高。正因为如此 ,我一方面要看的是外来人口生育水平有多低 ,另一方面要看的是京津沪

本地妇女的生育水平有多高。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检验中 ,总是清楚地将全部育龄妇女划分为本地

与外来两个部分 ,分别计算其生育水平。另外 ,在我的检验中 ,只有划分口径不同 ,但并未涉及什么假

设。

212　关于样本规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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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教授发现我以前用北京五普 1 %样本与上次全国五普 1‰样本所计算的北京市总和生育率有

所不同 ,因此就检验时样本规模小的问题对整个检验结果提出怀疑。

样本不同总会造成统计结果有些不同 ,因为各样本不可能对每个局部都有同样的抽样比。样本

规模大时 ,统计结果的可靠性就大。正是由于样本偏小 ,我更看重的是京津沪的一揽子的检验结果 ,

而将京津沪各自的检验结果列出来只是一个补充。其实 ,我最先是用北京市五普的 1 %样本进行过相

同方式的检验 ,已经可以表明北京的外来人口效应并不像梁教授推算得那样显著。之所以上次正式

发表的是全国 1‰样本检验结果 ,主要是想对应梁教授对京津沪的分别推算。并且 ,由于在全国普查

办系列招标课题中有几十家单位都是用 1‰样本做的 ,为了保持一致 ,并使其他学者有可能复制再现

我的检验结果 ,或采用不同方法来进一步做检验 ,所以并未发表北京更大样本的检验结果。后来 ,我

曾有偶然机会接触过全国五普的 1 %抽样数据 ,也按上述方法做过检验 ,其主要结论并无什么大的变

化。既然梁教授对于 1‰样本的结果存有那么大疑义 ,我不妨在此将更大规模样本的检验结果公布出

来供大家参考。

表 1 提供了分别按各城市所做的汇总结果。汇总的北京、天津和上海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

01724、01912和 01675 ,与五普全部长表统计结果 (0167、0188和 0168)的误差均在±0106以内。

按照梁教授的推算步骤 ,口径 4已经将外省市的流入人口作为外来人口、口径 5又进一步将大专

及以上在校生、户籍待定人员和出国人员作为外来人口。因此从检验梁教授推算结果的角度 ,这里应

当对比表 1口径 4和口径 5的本地妇女 TFR之差 ,那么京津沪的这个差均在 0105以内 ,远不像梁教授

在排除在校生等效应前后 TFR的变化值那样夸张。另外 ,表 1 中本地妇女 TFR高于 110的情况在任

何一个地方或任何一种划分口径中都不存在。即使是在本地妇女 TFR水平较高的口径 5结果中 ,北

京和上海的本地妇女 TFR都低于 018 ,天津的本地妇女 TFR虽然相对较高 ,但也不过为 0195。因此 ,

这一更大样本的检验仍然可以视为否证了梁教授对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过高估计。

表 1 还提供了分别用五普 1 %样本对京津沪三城市合计的各种口径结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与

相应的各城市分别统计对比 ,可以看到口径 5的三城市合计统计的 TFR结果显得本地妇女与外来妇

女的差异增大 ,两者之间差异达到 0112 ,这一差异幅度超过了每个城市单独统计的差异 (最大的不到

0108) 。这种“合计效应”很可能也属于路磊 (1992 ,1996)发现并分析过的总和生育率“怪现象”①。

为了便于比较 ,表 1 还同时列出了 1‰样本的相同口径结果。可以看出 ,两个样本在三市合计结

果上的确存在一些差异。第一 ,从全市合计 TFR水平上看 ,1‰样本略高一点。第二 ,各对应 TFR值的

水平之间存在差异 ,但差异幅度均不到 011。第三 ,从本地妇女和外来妇女的 TFR之差来看 ,1‰样本

有时 (口径 5)会相对较小 ,有时会相对较大 (口径 1、口径 2) ,有时甚至会改变方向 (口径 4) 。但是对于

在比较口径 4和口径 5的本地妇女 TFR之差时 ,方向并未改变 ,差值有细微缩小。也就是说 ,1‰所反

映的在校生等类的效应还不及 1 %样本反映的那样大。

总而言之 ,更大的普查数据样本的统计结论与五普 1‰样本的基本结论一致 ,所以梁教授质疑的

检验时样本规模问题的影响并不太大。

3　关于婚育年龄变化的测量

我在上篇检验论文中提到 ,我的怀疑是以生育进度效应理论为依据的。梁教授在“再论”中并未

对我质疑他的推算假设做任何进一步的论证和验证 ,却转而提出婚育年龄推迟不大可能是京津沪超

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 ,因为他自己认为这方面的变化并不很大。但是 ,他的根据却存在明显的错误。

① 路磊发现 ,全部人口的 TFR完全有可能同时小于或同时大于两个分人口的 TFR。他用图析法和解析法证明 ,导致

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两个分人口之间的相对年龄结构差异。路磊提到 ,上海 1986年的全市 TFR同时分别大于

城镇 TFR和农村的 TFR。笔者在分析北京五普数据时 ,也发现过全市 TFR分别小于本市户籍和外来育龄妇女的

TFR。其实 ,就在本文的表 1 中也存在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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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京津沪不同口径的本地与外来妇女的总和生育率

口径 1 : 口径 2 : 口径 4 : 口径 5 : 合计

地区 本地 外来 本地 外来 本地 外来 本地 外来

北京 01770 01715 01595 01864 01732 01733 01767 01693 01724

天津 01901 01911 01792 11118 01904 11073 01949 01956 01912

上海 01649 01683 01573 01770 01673 01694 01711 01653 01675

总计 01771 01747 01655 01865 01770 01743 01813 01695 01753

1‰总计 01702 01784 01572 01946 01739 01818 01775 01770 01765

　　他的第一个根据是 ,按马小红 (2003)提供的北京 1990年代末期的平均初育年龄与五普相应统计

计算了变化量 ,然后折算年均增量 ,举证说明北京的初育年龄年均变化极小。但从行文中便可以看出

他在计算中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大概他是一时误将 1990年代末期错当作 1990年年末了 ,于是要除以

10来求年均增量。问题在于 ,他自己其实也不得而知这个变化到底是几年的变化 ,总之不由分说就除

以 10是不对的。其实马小红在本刊一年前所发表的另一篇论文 (2004)中已经明确说明 ,上述被梁教

授所引用的北京市平均初育年龄实际为 1999年的统计数字。也就是说 ,梁教授求出的平均初育年龄

变化其实本来就是一年的 ,而他再缩小 10倍便是画蛇添足 ,那么在计算错误基础上继续做出的其他

推论也就毫无意义了。

他的第二个根据来自于北京市前两次人口普查的年龄别生育率曲线图的比较。他发现 ,主要是

生育水平 (表现为曲线峰度)下降了 ,而生育率模式 (表现为曲线偏度)并未明显变化 ,据此认为“足以

说明 ,婚育年龄的推迟不是形成北京市超低 TFR的主要原因”。对此推论我只能说 ,显然梁教授不太

清楚应当如何准确测量生育年龄的变化。且不说就在他所绘图中生育率峰值年龄已经提高了一岁 ,

即使平均生育年龄有所提前 ,也不能作为婚育年龄没有推迟的佐证。原因是 ,他这里并未划分孩次来

分别进行平均生育年龄的比较 ,因此这种笼统的探查并不足于把握分孩次生育年龄的变化。

以往对平均生育年龄变化的研究文献已经多次用经验数据的统计图表清楚地说明 (Bongaarts and

Feeney , 1998 ;郭志刚 ,2000) ,不划分孩次的笼统的平均生育年龄即使没有变化、甚至在有所降低的情

况下 ,分孩次计算的平均生育年龄仍然可能存在显著的提高。其原因是 ,笼统的平均生育年龄是各孩

次平均生育年龄的加权平均数 ,在生育转变中各孩次平均生育年龄的提高往往同时伴随着高孩次生

育比例的降低 ,而高孩次的平均生育年龄一般高于不分孩次的笼统平均生育年龄 ,这样一来总生育中

高孩次比例减少产生的结构性影响便可能从权数的角度完全抵消掉、甚至超出各孩次平均生育年龄

推迟的效应 ,导致笼统计算的平均生育年龄不变、甚至反而下降。打个简单的比方加以说明 ,比如 ,一

孩和二孩的生育年龄分别为 23岁和 25岁 ,孩次比例各占 50 % ,那么笼统的平均生育年龄为 24岁 ;如

果分孩次的生育年龄都提高 011岁 ,而一孩和二孩比例分别变为 80 %和 20 % ,尽管孩次别生育年龄都

提高了 ,笼统的平均生育年龄为 018 ×2311 + 012 ×2511 = 2315岁 ,结果反而降低了。所以 ,要想细致

地研究生育年龄的变化 ,必须划分孩次来统计 ,才能控制这种生育结构变化的影响 ,反映出各孩次平

均生育年龄的真实变化。

梁教授在“再论”中还根据我上篇“检验”论文中本市和外来妇女的生育率图型猜测京津沪育龄妇

女的生育年龄的提高可能主要是外来流入人口所致。这又是一个同样的误解 ,因为那个图型中提供

的还是未分孩次的生育率 ,而且我们知道京津沪本地育龄妇女能生育二孩已属凤毛麟角 ,但外来人口

生育中二孩比例则还相对较高 (郭志刚 ,2004a) ,当然其生育率曲线在对应较大年龄时相对较高。

4　关于婚育年龄推迟的进度效应和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进一步讨论

411　我为什么更强调婚育年龄推迟效应对时期生育水平的影响

梁教授在“再论”中认为“剔除外来流入育龄妇女的分母效应也能同时部分排除婚育年龄推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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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R的影响作用”。这是对的 ,但也只是“部分”排除 ,本地原有妇女的婚育年龄推迟效应就未被排除。

我从习惯上总是要考虑这两种理论解释在总体上认识当前生育水平时所处的层次。我们应该清醒地

知道 ,外来人口效应只适用于解释局部地区的低生育率问题。而婚育年龄推迟效应的适用性更强 ,在

方法论角度处于更高层面 ,或者说更具有一般性。比如 ,它既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当前总的生育水

平很低 ,也可以应用于解释外来人口很少的地方的低生育水平 ,还可以应用于解释京津沪的原有人口

的总和生育率甚至大大低于政策要求的水平。甚至 ,它也可以直接解释外来人口本身的低生育率。

比如 ,京津沪外来人口的 TFR都显著低于 110 ,大家当然不会认为这种水平就代表了这些人的真实终

身生育水平吧 ? 外来人口之所以有可能在所到地区产生降低当地生育率的分母效应 ,就是因为他们

的时期生育率很低 ;而为什么他们的时期生育率那么低则与他们自己由于迁移流动而推迟婚育年龄

有很大关系。所以 ,要想非常细致地研究迁移人口的时期生育水平为什么这么低 ,恐怕仍然离不开

Bongaarts和 Feeney提出的生育中的数量效应与进度效应的研究框架。

这两种观察生育率变化的方法的层次差别还可以从内因和外因的角度来理解。生育年龄推迟效

应更接近于内因 ,而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则更接近于外因。在京津沪超低总和生育率问题上 ,梁教授的

观点只强调从外因的解释 ,否定了内因的解释 (如他后一篇论文已经开始否定北京本地妇女婚育年龄

的推迟) ;而我则坚持不肯放弃内因的解释 ,并且还认为外因本身也有其自己的内因解释。

关于总和生育率 ,我以前曾阐述过以下观点 (2002) : (1)以前总和生育率一直服务于两个功能 ,一

是作为时期生育水平的测量 ,二是作为终身生育水平的测量估计 ; (2)总和生育率作为终身生育水平

的测量估计存在缺陷 ,而 Bongaarts和 Feeney新提出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可以比较有效地克服这

些缺陷 ,因此我建议用这一新指标替代常规总和生育率作为终身生育水平的测量估计。梁教授在其

上篇论文中曾索引过这篇文章 ,对上述观点既没肯定 ,也没否定。但在“再论”中 ,则明确提出了相反

的观点 ,即认为“在推断终身生育水平方面 TFR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时期生育水平可以用一般生

育率或其他指标来描述”。但是前一句只是断言而已 ,既无理论支撑 ,又无实证检验。实际工作需要

了解终身生育率 ,而真实终身生育率测量总是马后炮 ,因此就需要根据时期数据加以估计 ,常规 TFR

和去进度效应的 TFR’都不过是一种估计 ,重要的是哪一种估计更好一些。在学术争鸣中仅靠一句

“不可替代”是很难让人信服的。至于后一句 ,则不知所云。

我曾经推算过 1990年代全国的去进度效应的 TFR’(2004b) ,发现它与常规 TFR之间存在着较大

的差异 ,这说明在全国范围内 1990年代婚育年龄的推迟导致常规总和生育率偏离终身生育水平的幅

度很显著 ,因此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那么三个直辖市的原有居民在更好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比较明显的

推迟婚育应该不是什么离经叛道的推论。并且 ,我对北京市 1990年代分孩次平均生育年龄也的确反

映出明显推迟 ,对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研究也的确反映出婚育年龄推迟效应的存在 (2004a) ,正是

因为梁教授对这三个城市本地妇女生育水平的较高推测值几乎留不下婚育推迟效应存在的余地 ,才

直接导致我对他推算结果的怀疑。

412　外来人口分母效应产生的必要条件

我的本意只是质疑京津沪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是否像梁教授推算得那样高 ,并不一概否定局部

地区存在这种效应 ,因为我知道其他一些研究人员早就发现广东的低生育水平是与外来人口相联系

的。本期杂志中陈卫 (2005)所发表的研究结果再次证明在广东省外来人口分母效应极为显著 ,而且

更重要的是他还发现在全国城市中也普遍存在比较显著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然而他的研究也发现

京津沪是个例外 ,尽管外来人口很多 ,但分母效应反而不太显著。这些统计结果对我有很大启发 ,引

起我思考这种结果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从理论上我们可以推出 ,一个地方的外来人口能否产生分母效应 ,除了外来人口占本地现有人口

的比例相对较大以外 ,一方面得要求外来人口的生育水平很低 ,另一方面还得要求本地原有人口生育

水平相对较高。所以更准确地说 ,不管外来人口分母效应是降低还是提高了本地的生育水平 ,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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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在生育率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而不是仅仅取决于外来人口生育的绝对水平。

换句话说 ,在广东省或全国城市 ,外来人口的生育率与本地人口的生育率之间的差别更为显著 ,

于是便能充分体现出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而京津沪尽管外来人口较多、其生育率很低 ,但是本地原

有人口的生育率也很低 ,因而两者之间差别不太显著 ,于是分母效应反而不太容易体现。从这个角度

来看 ,虽然梁教授提出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研究命题很有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 ,但他选择京津沪为例

来体现这种效应的存在则并不太恰当 ,因而其研究结论也相对更容易证伪。

梁教授在“再论”中对自己原文潜在含义总结为“像京津沪这样 ,不仅拥有大量外来人口 ,而且拥

有众多高等院校在校生人口、无户籍人口和出国学习工作人口的大城市 ,其育龄妇女的超低 TFR在很

大程度上是受这些外来流入人口分母效应影响所致。事实上 ,就全国来说具有这种前提条件的小城

市和镇来说 ,则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对于全国和人口外流的农村地区而言 ,根本不存在流入人口的

问题 ,更谈不上流入人口的效应问题。”根据以上相对生育率差异这一必要条件的来看 ,梁教授上述前

半段话可能过于强调了大城市中的外来人口效应的幅度 ,而后半段话又有可能局限了外来流入人口

分母效应发生的范围。

5　对梁教授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推算的质疑

迄今为止 ,我只是表示了对梁教授推算结果的怀疑 ,并且认为问题可能出在他推算中的假设上。

正如梁教授所说 ,我是“另辟蹊径”来对其结果进行检验的。我自己并不认为这种作法有什么不妥 ,因

为科学研究方法论认为 ,一个理论观点的可证伪性越强表明其科学性越强。要检验一个理论观点或

推演结论 ,完全允许选择不同的环节或采用不同的手段 ,只要所选的环节和手段对于研究目的是有效

的。这是科学发展史的通则。

但梁教授发表的“再论”已经表明 ,他无意自己进行检查 ,并对我未能直接论证其原文结论的可信

性表示“遗憾”。这里 ,为了方便梁教授和其他有兴趣的读者 ,我用五普 1‰样本的京津沪案例做了一

些简单汇总 ,来与梁教授的推算假设加以比较 ,探讨一下我与梁教授得到的不同结论究竟是从哪里分

道扬镳的。

首先 ,梁教授假定京津沪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中 90 %来自外地 ,这与五普样本汇总结果不合。因

为从原始样本数据来汇总 ,京津沪女性大专及以上在校生中有很大比例 (五普 1‰样本中为 3317 % ,而

1 %样本为 3218 %)为本地出生且户口就在本市家庭户 ,且不说那些户口在学校集体户的学生中还可

能有一部分就是本地原有人口。于是 ,他的假定会导致本地妇女生育率推算中对分母的扣除相对较

多 ,当然会算出本地生育水平相对较高。

其次 ,鉴于梁教授自己在未调整在校生等其他情况时所推算的外来人口效应也不太大 ,下面仅集

中讨论高校在校生等另类的分布假设。梁教授调整在校生等的分母效应时应用了一系列假设推论 ,

我们且将其与五普 1‰样本数据汇总结果做一比较。

(1)梁教授假定各类需要控制的人口的性别比为 100 ,即假设高校学生为男女均匀分布。从五普

1‰样本中反映出京津沪大专以上在校生的性别分布并不是这样 ,其中大学专科生 337人 ,性别比为

9014 ;大学本科生 501人 ,性别比为 14516 ;研究生为 83人 ,性别比为 23210①。可见京津沪样本中高校

在校生中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学生所占比例较大 ,且男生远远多于女生。要是将大学专科与本科合计

起来统计 ,性别比为 11919。也就是说 ,梁教授按高校在校生性别均匀分布假设来推算时 ,育龄妇女分

母中就会扣除更多 ,提高推算的生育率 ,体现出更显著的分母效应。

(2)梁教授对京津沪在校女生的年龄分布假设则是根据他本人所在学校的入学新生的年龄分布

① 作为参照 :该样本中全国大学专科生 3372人 ,性别比为 10114 ;大学本科生 3662人 ,性别比为 15316 ;研究生 230人 ,

性别比为 2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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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推出的。这里 ,如果入校新生的年龄别的性别分布假设不合实际 ,又会导致所有在校女生的年

龄分布假设上出现不合实际。

(3)谨依据梁教授提供的大专生和本科生的年龄分布比例 (就是说女生也是如此) ,其中 22岁及

以上的合计比例为 3515 % ,然而用五普 1‰样本京津沪案例汇总的相应比例只有 1311 %①,可见两者

之间差距悬殊。计算 22岁以上合计比例是因为生育高峰期大致是从这个年龄开始。我们知道 ,分母

效应主要体现在生育高峰的年龄段 ,而在其他年龄组影响较小。比如 15岁女性生育率低到可忽略程

度 ,缩小其分母规模对大体水平影响并不大 ,但在生育高峰年龄组就不同了。与梁教授的女生年龄分

布假设相比 ,五普样本的京津沪大学女生并没有那么高的比例处于生育高峰年龄段。

此外 ,出于很想探讨一下梁教授所在学校的在校大学专科和本科 22岁以上女学生所占比例为什

么那么高的目的 ,我循着梁教授的思路复制了他的推算 (表 2 ) 。看得出来 ,梁教授是从某一年的新生

年龄分布简单递推出 4年 ,然后得出了在校生的总体年龄分布。这种方法类似于计算一个静止人口

生命表 ,只不过每个入学队列进入时的年龄便不相同而已。虽然梁教授没有提 ,其实这种推算方法背

后至少还有另外 4个假设 :第一 ,各年入学新生年龄分布相同 ;第二 ,各年入学新生数量不变 ;第三 ,各

年新生中大专与本科的分布比例不变 ;第四 ,大专与本科一样学制为 4年。这 4个假设其实风险也挺

大的。比如 ,各年入学新生会不会出现年轻化、各年招生数量会不会扩大等等。如果存在这些情况 ,

对应的便是一个稳定的或非稳定的增长型人口 ,根据人口统计原理可以推论在校生总的年龄分布将

会年轻化 ,也就是说可能会导致推算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缩小。

能够明确提出异议的主要是大专学制也为 4年的假设。按照这种假设计算就意味着大专学生的

在校留存期比实际情况延长了一年 ,其后果会导致处于生育高峰期的年龄比例提高 ,因而加大对生育

率的调整影响 ,即扩大分母效应。我在表 2 的试算中 ,将第 3项假设维持在大专和大本各占 50 %(大

体在全国平均水平)的基础上将第 4项假设改变为大专学制 3年 ,其模拟结果便可以导致推算的大专

和本科女生中 22岁及以上的合计比例从原来的 3515 %降到 2714 % ,可见结果对这一假设很敏感。这

个假设从统计上延长了大专学生的在校“寿命”,因此梁教授对所在学校在校大专和本科学生合计的

年龄分布推算很可能已经过于“老龄化”了。

然后 ,梁教授将这些假设基础上的推算结果再移植到京津沪所有大专院校头上 ,又给其外来人口

分母效应研究再加上一层风险。比较表 2 提供的五普样本对京津沪、以及全国的大专和本科在校女

生汇总的年龄分布 ,可以看出梁教授推算的在校学生年龄分布结果与生育高峰年龄段更为相关 ,自然

是很有利于增大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

(4)梁教授在其最后推算的原表 4既排除了在校学生、也同时排除了户口待定人员和出国人员。

这里且不说梁教授假定户口待定者一定是来自外省市是否属实 ,这两种人口必须要做性别年龄划分

则是绕不过去的。梁教授并未明确说明他是否掌握这些人的性别信息 ,所以可能对他们也采用了性

别均匀分布假设。另外 ,对比梁教授论文 (2004)中的表 3和表 4 ,发现 30岁以上各年龄组妇女数并未

做任何调整 ,可见梁教授也没有这两种人口的年龄信息。而且 ,他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就认为“在校研

究生、户籍待定人口和出国学习工作的人口 ,年龄绝大多数分布在 25～29岁之间”,所以很可能他将

这两种人口的半数从 25～29岁 (注意这也是生育高峰段 !)的生育率分母中排除了。尽管五普 1‰样

本的京津沪案例汇总中这两种情况人数很少 ,但是可以看出与梁教授上述认识差别极大 (表 3 ) 。首

先 ,在这两种户口状况人口中 ,其实 25～29岁的人口比例很小 ,尤其是户口待定类别的女性。梁教授

认为“户籍待定人口中 ,绝大部分属于高校毕业后寻找工作的人口”,而汇总结果却显示出他们中大多

数却是少儿人口 ,而且在 15～29岁间的户口待定人员中还是男性远远多于女性。因此 ,尽管这两类

① 作为参照 :样本中全国大学专科和本科女生中 22岁及以上的合计比例为 1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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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在总人口中数量相对很少 ,但是如果梁教授真的是将这两类人口总数取半仅从 25～29岁一个女

性年龄组的生育率分母中排除的话 ,其影响就可想而知。
表 2　在校大专和大本学生年龄推算表与五普 1‰样本汇总结果

年龄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第 4年

(1)

合计

(1)

列 %

(1)

第 4年

(2)

合计

(2)

列 %

(2)

京津沪

样本 %

全国

样本 %

< 18 219 614

18 8 8 210 8 213 2017 1814

19 60 8 68 1710 68 1914 3012 2518

20 18 60 8 86 2115 86 2416 2012 2017

21 10 18 60 8 96 2410 4 92 2613 1219 1611

22 4 10 18 60 92 2310 30 62 1717 817 712

23 4 10 18 32 810 9 23 616 211 216

24 4 10 14 315 5 9 216 110 017

25 4 4 110 2 2 016 013 015

> 25 110 116

总计 400 10010 350 10010 10010 10010

22 +合计 142 3515 96 2714 1311 1217

　　注 :列标题中 ,用 (1)代表“大专学制 4年”假设 ,用 (2)代表“大专学制 3年”假设。最后两列为五普 1‰样本中京津

沪和全国在校大专和大本在校女生年龄分布。

表 3　五普 1‰样本户口状况与年龄性别分布的概要统计

统计指标

京津沪

户口待定 出国

男 女 男 女

全国

户口待定 出国

男 女 男 女

案例数 137 139 41 50 3750 3903 269 231

15岁以下 ( %) 6016 8210 918 810 7910 7910 313 512

15～29岁 ( %) 2710 1115 2414 3210 1317 1417 3918 4510

25～29岁 ( %) 212 219 1212 2410 214 312 1812 2018

　　最后 ,我们再来综合性地比较一下 ,梁教授在从上一步的本地育龄妇女中将大学在校生、户籍待

定及出国人员划拨到外来流入人口中去时到底应用的是多大的比例 ,他的推算比例与五普样本汇总

出的相应比例有多大差别。表 4 中提供了用五普 1‰样本数据按口径 4和口径 5汇总的本地育龄妇

女数的变化量占口径 4本地育龄妇女的比例 ,同时提供了根据梁教授论文 (2004)中的表 3和表 4结果

计算的相应比例。可以看出 ,与五普汇总结果相比 ,梁教授的调整比例特别突出了处于生育高峰期的

20～24岁和 25～29岁两个年龄组 ,于是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梁教授的这一步调整产生了那么大的

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同时也可以看出 ,正如前面已经逐项分析过的那样 ,梁教授的大多数假设并不像

他所说的那样既可能产生正影响也可能产生负影响 ,当它们的影响累加起来时 ,并没有太多的抵消 ,

而是集中地体现在生育高峰段上了。并且 ,梁教授施加在生育高峰年龄组的生育率分母调整量中的

还有相当部分是借助其假设从其他女性年龄组、甚至是从男性那里“挪”过来的。

表 4中的比例是分母调整人数占原来分母的比例。有了这些信息我们还可以比较 ,在梁教授上

一步排除了外来流入人口的基础上 ,如果将梁教授那些对大学在校生、户籍待定人员和出国人员的性

别年龄分布假设均换用五普 1‰样本汇总出的相应分布比例的话 ,到底调整的 TFR结果有多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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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在校生、户籍待定及出国人员在本市户籍人口中的比例

地区 年龄组

15～19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北京 五普汇总 1519 2318 218 116 110 010 014

梁秋生推算 918 4818 2816 010 010 010 010

天津 五普汇总 817 1815 114 016 010 012 012

梁秋生推算 314 1810 1219 010 010 010 010

上海 五普汇总 1710 1316 214 117 018 013 013

梁秋生推算 619 3219 2612 010 010 010 010

京津沪 五普汇总 1413 1814 213 113 017 012 013

梁秋生推算 618 3411 2312 010 010 010 010

　　表 5提供这一比较。按照梁教授对在校生等类计算出分母效应很显著 ,导致北京和上海的新的

TFR的变化幅度均在 013左右 ,而天津也有 0115 ,并且三个城市的调整 TFR都显著超过了 110。但是

如果将这些调整对象的分布均按照五普样本汇总统计 ,那么北京和上海 TFR的调整变化幅度均不到

011 ,调整后 TFR均不过略高于 018。而天津 TFR的调整变化幅度稍大 ,有 0111。而天津调整后的 TFR

高过 110其实还受到梁教授推算的基数 TFR已经很接近 110的影响 ,因为调整变化绝对值不仅受变

化倍数影响 ,同时也受基数大小的影响。从五普 1 %样本对天津的汇总情况看 ,这一步调整不过使天

津从 01904提高到 01949。
表 5　应用普查汇总的在校生等在本市户籍人口中的比例所计算的总和生育率

北京 天津 上海

梁秋生第一步推算结果 0173 0197 0176

梁秋生第二步推算结果 1108 1112 1104

如按五普汇总分布推算 3 0181 1108 0183

五普 1 %样本口径 4统计 01732 01904 01673

五普 1 %样本口径 5统计 01767 01949 01711

　　3 按五普汇总分布重新推算的方法 :定义表 4 中五普样本汇总的比例为 d ,那么分母变化率为 a = 1 - d ,年龄别生

育率 f实际变化率为 1/ a。以梁教授前一步 (原表 3)推算的市内生育率 f为基础 ,按五普汇总分布计算的新的调整生育

率的公式为 f 3 = f/ a ,然后再计算出重新调整的 TFR来。

比较梁教授第一步调整结果和本文口径 4的对应结果 ,可以看到他对外来流入人口进行调整后 ,

北京本地妇女的 TFR与五普汇总结果很接近 ,但天津和上海的结果已经开始与五普 1 %样本直接汇总

结果出现了差距。这一差距来自于梁教授关于外来流入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与年龄别妇女生育数的

推算 ,以及五普样本中相应的误差。而梁教授最终结果与五普样本口径 5汇总结果之间的差别 ,仍包

含着上一步推算的差别 ,此外除了上述谈到的生育率分母的调整数总量及分布影响及五普样本误差

外 ,其实还有生育率分子的影响。梁教授假设在校生、户口待定及出国人员都没有生育 ,然而我在计

算口径 4和口径 5生育率时发现 ,生育数其实也有微小变化 ,也就是说 ,被排除出分母的部分也有少

量生育 ,主要发生于户口待定人口和出国人口中。

6　结语

本文根据五普抽样数据提供了对京津沪外来人口分母效应更多的数据分析结果。不可否认 ,抽

样数据总会存在一定误差。梁教授的推算虽然立足于更大规模数据 ,但是其推算中涉及了很多假设 ,

92　　　 人口研究 29卷



作为同行 ,我完全理解梁教授当时的推算必须借助于一些假设才能完成。但是 ,由于研究中尚不具备

所有信息 ,研究人员有时不得不基于一些假定先做出初步结果 ,这些结果发表出来对于其他同行也有

启发和帮助。不过 ,研究人员应当十分清楚自己研究中的软肋 ,一旦得到新的信息 ,就得随时重做自

己的研究。特别是当不同的研究结论出现时 ,既要积极探讨别人研究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同时也应将

不同结论视为一个警示 ,回过头来重新认真探讨自己以前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不足 ,力所能及地做一些

收集新材料、验证假设、检查计算的工作 ,以便多取得一些证据和把握再来回应不同意见。使我感到

特别不解的是 ,梁教授在看到不同研究结论时 ,几乎没有对自己的研究产生任何怀疑 ,也没有对自己

的那些假设做进一步的检查验证或敏感性分析、提出新的论证 ,就急于宣称自己的结论不容置疑或不

可否认 ,而且甚至在概念不清、材料不准的情况下又莽撞地对自己尚不太熟悉的领域做出更多的新断

言。说实在的 ,这些本来都是科学研究工作者应十分忌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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